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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与语言学
陈　墨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北京市１０００８２)

摘　要:口述历史是一种言语活动,即采访人与受访人的对话交流和协商建构.采访人须具备交际语

言能力和语言学知识,懂得营造和适应语境,熟悉地域和社会方言,遵守会话合作原则.在采访对话中能觉察

口误、概念不当等言语事故,设法质询、订正或标记、说明.在口述历史录音抄本的整理过程中,保留口语形

态,致力于保持语、文张力.口述历史可作语言学研究路径,可使用访谈和实验方法调查语言现象、研究语言

问题;在录音抄本整理中进行语音识别、语义分析、言文差异、言语理解、言语表达等方面研究;录音录像档案

即语料资源,可供方言、语言历时演变、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等进行研究.口述历史档案即人类个体记忆库亦

即大型语言数据库,可供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推进语言学研究方法革新.还可通过口述历史进行“语言人”

的研究,通过口述历史,研究言语风格、个人方言、口头禅等因素,探索言说者的思维习惯、心理信息和精神特

质.为濒危语言使用者做口述历史,可记录口述者生活阅历和文化经验,同时记录濒危语言的“语言病历”,鼓

舞该语言使用者的信心,保护语言资源和语言生态;进而建立“语言种子库”,为语言复兴保留一脉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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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与语言及语言学的关系,可谓不证自明:口述历史的来源和形式,是个人的“口述”.
它是一种言语活动,由采访人与受访人对话交流和协商建构.“语言能够建构任何语句,并非满足

再现真相的欲望,而是满足特定场合下特定讲话者的表达的需要”,即“语言在谈论世界的同时,也
缔造了一个它所谈论的世界”[１]１４４Ｇ１４５.进而,“我们也知道词不只是钥匙,它也可以是桎梏”[２]１５.进

而,口述历史编纂抄本还需录音整理者和编纂者的参与,“你可以很容易理解,将口语语法(spoken
syntax)转换成书面语法(writtensyntax)有时可能是相当主观的,不同的人会以稍有不同的形式聆

听和转录访谈录音,这毫无疑问会导致产生不同的意义”[３].针对上述种种情况,“历史学家只有解

决了有关史料的语言问题之后才能进行史料的内考证,即考证史料的陈述是否可信”[４].
口述历史与语言学的关系,可从两方面提问:一是口述历史需要从语言学那里学习什么? 一是

口述历史能够为语言学研究回馈什么? 由于这是一项开创性研究,未见前人相关研究文献,文中引

述的语言学家张宜教授的«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口述历史»,也只是对语言学家进行采访,请他们谈论

语言学研究的经历及观点,而不涉及采访中的语言及语言学问题,更没有对“口述历史与语言学”问
题进行学理层面的思考和讨论.可见国内尚无这方面的研究,个别口述历史家的文章涉及这个问

题也较零碎且随意.本文将进行以下讨论:一,口述历史采访人如何引导创造一场成功的会话合

作? 二,采访人如何面对口误、概念使用和理解错误、词在唇边说不出等言语事故? 三,口述历史家

如何制作出真实而准确的文字抄本? 四,人类个体记忆库即口语的语料库,口述历史的言语活动及

其言语资料,可否作为研究语言变异的一种新路径? 五,口述历史的言语活动,可否作为研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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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种路径? 六,口述历史能为濒危语言做些什么? 是否可以用来诊疗语言的危机?

一、口述历史与会话合作

在一次口述历史研讨会上,主持人要我谈谈自己的“采访经验”,如何做才能保证采访的成功?
我不知从何说起.我虽做过很多口述历史采访,有经验也有教训,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却还是不知

该怎么说.因为口述历史采访,要与各种各样的人合作,受访人的社会身份、教育程度、年龄、性别

不同,身体状况、心理状况、理解能力和交际能力不同,乃至采访的机遇和具体环境不同,采访的策

略和方法也不同,无非两条:一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二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的话引起了哄堂

大笑,这说法未免太“那个”了,或许有人听明白了,恐怕也有人以为我在糊弄.
如何做好口述历史采访? 与传播和传播学有关,也与语言和语言学有关.传播学话题已经说

过,这里专门讨论口述历史与语言和语言学.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口述历史采访人必须具备一定的

语言知识、语言能力、语言敏感和相应的交际能力,学习语言学———包括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普通语言学.为什么要在语言能力之外,还要学语言学? 假如让一个只会说北方方言

或普通话的人,去采访一个只会说广东或福建方言而不会说普通话的人,结果是采访无法进行.普

通的新闻采访或简单的社会调查,或许还可以请一个翻译,将方言或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普通话.
但要带着翻译做口述历史采访,恐怕很难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即使能勉强做到也必定事倍功半.

口述历史工作者要学语言学,是因为除了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外还有“社会方言”一说:当人们

把语言或方言中的某些特色看成说话人的一个社会标记时,这一方言或方音就染上了社会色彩而

被称为社会方言[５]７４: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用词,木匠、裁缝、牧民、渔民、学生、军人都有好些词是在本

行业范围使用,别人不大了解;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同一专业的人在一起谈业务问题,外人听

来往往莫名其妙,所谓“隔行如隔山”[６]１２１.社会方言可以分为阶级习惯语、行业语、集团语、隐语四

类[７].«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懂得土匪黑话,懂得“天皇盖地虎”要以“宝塔镇河妖”相对,否则只

怕即刻丢了性命.让一个对音素、音位、转换生成语法等毫无认识的人去做语言学家的口述历史采

访,结果如何? 虽无性命之忧,但无法完成任务.
再说一个更简单的话题:采访人如何称呼对方? 过去我们对所有人称“同志”,后来又称“师

傅”,最新的时尚是称“老师”,假如称呼一个人为“老师”而对方回答说:“我就是一个杀猪卖肉的,不
是老师!”或:“我是做生意的,不是老师!”你怎么办? 假如你学西方时髦,称男士为先生,称女士为

小姐,前者可能问题不大,后者在一些地方说不定会换来一记耳光.假如你到台湾去,接受内地的

教训,不称女士(包括年纪较大的女士)为小姐,又会出现新的情况,人家会觉得你没有礼貌,想要做

她的口述历史? 门儿都没有.有一个２０来岁的年轻人说要做口述历史,我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
对一个５０多岁的城里女士该如何称呼? 对一个同样年龄的农村女士又该如何称呼? 他说称“大
娘”.这是聪明的回答,但结果却不见得好:他会在５０多岁的城市女性面前遭遇白眼———她更喜欢

人们称她为阿姨,而不是什么土气又老气的“大娘”;在同年龄的农村女士面前,说不定也要遭遇白

眼———她的孙子也近２０岁了,怎么还叫我大娘而不称呼“奶奶”? 在城里,如果称呼一个２０来岁的

女士为“大姐”她会不高兴,称呼她为“美女”才能换来笑颜和应答;若在农村地区称呼一个年轻女士

为“美女”,说不定她和她家人都要把你看成不怀好意.称呼语在不同的职业、社会身份、年龄和性

别人群中有许多变化,在不同场合即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也还有不同变化.如社会语言学家所

说,称呼语使用上的变化,与其他语项的变化一样隐含着潜在规则[５]４１.
成功的口述历史采访无非是采访人与受访人之间的成功对话.社会语言学家对会话即交际活

动有不少专门研究,口述历史工作者最好能了解其中的关窍①.格赖斯提出会话中双方都应遵守

① 语言学家海姆斯提出了一个描写交际事件的框架,他认为一次完整的交际事件包含１６个基本特征,分列在８个大标题下.

这８个方面可以用英文标题的首字母SPEAKING来概括,即:S(场所和场景),P(参与者),E(目的),A(行为序列),K(基调),I(媒介),N
(交往规范和解释规范),G(交际类型).见祝畹瑾«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第１６６页(版本信息见参考文献,脚注文献下同此例).



“合作原则”,包含四个准则:数量准则,即所提供的信息满足并且不多于会话的要求;质量准则,即
不说自己相信是错误的事情,不谈缺乏足够证据的事情;关联准则,即所说的话必须是相关的;方式

准则,即说话应简洁,有条理,避免模糊、歧义[５]４１.这每一条都值得口述历史采访人认真揣摩,并在

实际采访中实践和发挥.口述历史的目的是要采访、倾听并记录受访人口述生平,采访人遵守合作

原则并主导对话合作显得至关重要.有时候,采访人稍不留意就做出了违犯合作原则的事.我本

人就有这方面的教训.一是在写作«采访提纲»时,为了将话题集中并节省篇幅,将同一话题之下的

分支话题都放在一起,例如问及电影摄制组的构成时我写的是:“组建摄制组由谁说了算? 导演、制
片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三者谁的权力最大? 他们如何分工合作? 党支部书记都是专职的吗? 党支部

书记是否参加创作讨论? 在拍摄时是否干预导演的工作? 每天都要开党支部会吗? 如果导演和党

支部书记的意见不一致怎么办? ”这些问题或许都值得提问.问题是将这些写在一起,有时会

让受访人无所适从①.进而在早期采访时,我常常忍不住要参与讨论,发表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

法,后来发现我这么做副作用很大②.无论是话题过于密集还是采访人的话太多,都明显违背了对

话合作的数量准则,实际上同时也违背了方式准则.上述四条准则中的方式准则,简洁明了固然重

要,对采访人而言,提问得体和巧妙同样重要.同样一个问题的不同提问方式,结果很可能如俗话

所说,“一句话让人笑,一句话让人跳”.
利奇等人对格赖斯的观点有所补充和发挥,认为人们的言语行为受“人际修辞”和“语篇修辞”

支配,各由一套准则构成.在“人际修辞”中,利奇提出“礼貌原则”,具体包括得体、慷慨、赞誉、谦
逊、一致、同情六个准则③.其中言语得体最为重要.“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空间(场合)对适当的

人说了适当的话,这便是言语得体”[８]１８３,倘若“说话人在言语交际中使用了符号关系正确的句子,
但不自觉地违反了人际规范、社会规约,或者不合时间空间,不看对象,这样性质的错误就叫语用失

误”[８]２２３.我相信每个采访人都相信并愿意遵守言语得体准则,多数采访人也都会努力做到言语得

体.问题是,其中有时间、场合、对象三个变数,想要完全避免语用失误,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我

就有过多次语用失误.例如在采访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原经理胡健先生时,一句不恰当的追问,
让胡健先生非常生气,拂袖而去.另一次是采访中国电影出版社原总编辑富澜先生时,一句不恰当

的幽默,让富澜先生相当不快,警告说“不要跟我乱开玩笑!”④还有一次更严重,那是精心设计的实

验性重复采访⑤,采访对象是我熟悉的一位著名教授,事先我已向第一采访人及受访人说明了实验

采访的目的和方法并征得同意,我将精心准备的几十页采访提纲打印出来送交受访人,商定了正式

①

②

③

④

⑤

无所适从是指:一方面,不少受访人都喜欢在«采访提纲»的行间写出答案提要———不管提纲打印稿的行距有多宽,都无法写

下这么多问题的答案提要;另一方面,将这么多问题放在一起,受访人往往难以抓住重点.对策之一,是将这些问题加以适当的分行;对

策之二,是将问题集中成一个,如“这个摄制组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如何?”在正式采访时再将这个问题分解,逐个提问.

副作用包括:其一,采访人说得太多,让受访人的口述主体的地位受到侵犯;其二,打乱了受访人的口述计划及其讲述节奏,使

得后面的口述难以顺畅地进行下去;其三,采访人说得太多,有时还会影响受访人的情绪,尤其是采访人与受访人对某件事或某个人的

看法不一致时.

利奇的“人际修辞”六条准则的具体内容是:(１)得体准则:最小限度使别人受损,最大限度使别人受益.(２)慷慨准则:最小限

度使自己得益,最大限度使自己受损.(３)赞誉原则:最小限度地贬低别人,最大限度地赞誉别人.(４)谦虚准则:最小限度地赞誉自己,

最大限度地贬低自己.(５)一致准则:使交际双方的分歧减到最小,使交际双方的一致增到最大.(６)同情准则:使对话双方的反感减到

最小限度,使对话双方的同感增到最大限度.见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概论»,第２５４Ｇ２５５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

采访胡健和富澜的录音及录像档案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保藏,尚未向公众开放.«胡健访谈录»(边静主编)和«富澜访谈录»(蒙

丽静主编)作为“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３０卷中的两部,将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那一次胡健先生拂袖而去,半小时后他就平静下来,

继续接受我的采访.富澜老师不喜欢乱开玩笑,是因为他经历了２２年右派生涯,性格坚强固执但内心却脆弱敏感.这两位前辈分别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先后辞世,回想起当年采访二位前辈的情形,心中充满感激和怀念.

“实验性重复采访”指:由两个采访人对同一个受访人进行重复采访,实验目的是希望了解不同的采访人采取不同的采访策

略、不同的提问方式,会有怎样的采访结果.实验方法是一个采访人按照自己的方法采访结束后,另一个采访人进行重复采访.重复采

访会提出一部分新问题,也会就前一个采访人提出的一些问题换一种方式进行重复提问.重复采访计划,要事先征得受访人和第一采

访人的同意,且第二采访人还要与第一采访人就实验目的、实验方式等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和协商.



采访时间,没想到在正式采访前,受访人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取消采访! 此事让我猝不及防,完全不

知何故,仔细反思与受访人交际的经历才想起我有一次“语用失误”,或许让老人家不快①.
塞克斯、齐格洛夫、杰费森等民族方法论者提出“话轮交替”(turnＧtaking)概念,是在对话中说

话人和听话人进行角色互换的现象.支持话轮交替的机制是一套依次选用的规则,它是仅对会话

发挥作用的一种局部支配系统.受支配的最小单位就是话轮(aturn),表现为角色互换的过程中说

话人每一次说出的话语.两个形式和内容紧密联系着的话轮构成“相邻对”(adjacencypairs,包括

刺激话语和反应话语,即问和答,又称对话统一体),相邻对进一步划分为第一配对部(thefirst
pairＧpart)和第二配对部(thesecondpairＧpart).两个配对部之间进行切换的位置就是说话人和听

话人角色互换的位置,叫做“转换关联位置”(transitionrelevanceplace,TRP)[９]２２７.换言之,对话是

言语交谈的交换体系,它有规则保证交谈依次顺利进行.根据对话分析的结果,对话时存在轮流规

则、打断规则、引进话题规则和沉默规则[１０].口述历史采访人要熟练掌握这些规则.口述历史采

访与一般性日常会话不一样的地方,是采访人要少说多听,不能简单按照“你一言、我一语”的日常

对话规则进行话轮转换,而是在提出一个问题之后,要等到受访人将这个话题说完才能进行话轮交

替.有时候,受访人说得兴起,从一件事联系到另一件,不按话轮交替规则说话,维持“相邻对”的齐

整常常只是一种理想.一般情况下,采访人不宜随意打断对方.特殊情况下,诸如受访人信马由

缰、离题太远时,尤其是受访人口述时经常出现离题的情形;当受访人出现明显的记忆错误、知识错

误或口误,需要及时订正,或受访人所说出现明显歧义以及采访人对其使用的概念有疑问时,采访

人必须及时打断对方,或提出新的问题,或对其中错误进行及时订正,或对其中歧义或模糊性提出

具体的咨询.此时打断对方的理由是,若不及时打断、及时订正或求证,采访人自己也会忘记,从而

导致整理抄本时跟着出错.还有一种情况,是进行集体采访,采访人要一对多,需要根据现场人数

及受访人的踊跃程度等多种因素“分配”话轮:让甲说,暂时不让乙或丙说.此时,采访人需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随时注意在场者的具体情形,以便恰当地分配话轮,稍有不周就会出错.下面是我出

错的例子:

　　袁:当时把这个张学华法办了,法办了不知道是多长时间,一年半? 我当时不在,后来

我听说是张学华发电机着火了.

袁:我是队长,不知道为什么没到队上去.
姜:那时候张学华———
陈墨:姜老师不在,那时候不在,已经离开了,是吧?
袁:那时候就是我,我跟张学华两个人在队上[１１]

在这段对话中,我的错误是不恰当地打断了姜的话.尽管有打断的理由②,但实际结果却不

好,一是此次打断挫伤了姜老师的情绪,此后她就很少说了;二是袁老师当时也不在事故现场,并不

能提供更多的细节.事后反省,假如当时我没有打断姜老师,让她说,她至少能说出对张学华的认

识和对此次事件的看法,说不定还能引发袁老师对此人和此事的更多回忆.无论如何,我该认错.
引进话题的规则看起来相对简单,只有当受访人对一个话题陈述结束时,采访人方才可以引进

①

②

我的语用失误,是我在到受访人家里去商谈正式采访日期之际的闲聊中,受访人说起胡风文艺理论思想对他的影响,充满钦

佩之情;谈及“胡风反党集团案”,愤懑溢于言表.我虽然也钦佩并且同情胡风,但对他的诗作«时间开始了»有点不以为然,就说了胡风

的糊涂和天真,这很可能引起了受访人的不快———我说“很可能”,是因为受访人无论如何都不说他拒绝采访的真实原因,我只能猜测.

我对这位前辈一向尊重且敬佩,应该没有别的得罪之处,唯一的语用失误只能是这个.此次实验性采访未能如愿进行,是我做口述历史

经历中最大的遗憾之一,此后因为时间关系和其他因素,此类实验性采访就再也没有启动过.

这是一次小型的集体采访,受访人只有３位,分别是陕西省第一支女子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卢、第二任队长袁、队员姜.这一

小段话题是放映队出了一个事故,放映员张学华一个人既发电又放电影,不小心酿成火灾,被判刑.此时卢和姜都已调离女子放映队,

袁任队长.在采访现场,我打断姜,将话轮分配给袁,理由之一是姜那时候已经离开长安女子放映队;理由之二是我发现袁当时说话极

少,不问就不说话,我希望袁多说;还有一条理由是此前我已经采访过姜,较熟悉了,所以就不礼貌地打断了姜.



新的话题.如上所说,若受访人无节制地“信天游”,采访人应及时引进新话题,即同时执行打断规

则和引进新话题规则.还有一种情况,是采访人在受访人陈述时发现了新的线索,产生新问题,该
怎么办? 假如这个新线索或新问题与原有话题密切相关,那就需要采访人见缝插针,找机会提出新

话题.若非关系密切,通常情况下,需要等受访人的陈述告一段落再提出新问题.有些受访人相对

严谨,习惯于三思而后言,即对所有话题都要进行思考和编辑,那就要在中间休息或当次采访结束

时专门与受访人协商什么时候引进新话题.
最后,沉默规则最微妙,因而最难办.语言学家说,在现实交际中,沉默无声的现象可以被赋予

各种含义:默认、羞涩、沉思、不满、放弃、威严、挑衅、拒绝、暧昧,等等[９]２３７.这需要采访人具有“阅
读沉默”的能力———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遭遇沉默———多数人都能从沉默者的表情中读出大体的

内容.在口述历史采访中还有另外几种沉默:一是思考短路,需要采访人及时提示;二是话题说得

差不多了,还有一些话怎么也想不起来,此时需要采访人帮助,或者提供思考线索,或者提出新问

题;三是如果采访对象是老人,那就还要考虑最后一种因素,或许老人累了,不想说了.采访人不仅

要有阅读沉默的能力和应对沉默的技巧,还可以运用沉默作为“问题标记”方式,例如在受访人讲述

了不真实信息时,再三质询也无济于事,采访人此时应短暂沉默,作为标记[１２].

二、口述历史与言语事故

口述历史采访现场就是言语交际的现场,即言语产生/生产、词语提取、句子组织及语音辨析、
话语理解的现场.在任何一个真实的言语活动现场,都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言语事故”,包括编码

失误和解码失误.在口述历史采访中,言语事故的类型有多种,经常遇到的包括:(１)口误现象;(２)
概念理解和使用时出错现象;(３)话在嘴边/词在唇边现象.

先说口误现象.在言语活动中,口误是最常见的言语事故,口述历史采访会话也一样.心理语

言学将口误称为言语错误.在日常言语活动中,说话人将“张三”说成“李四”,将“春天”说成“秋
天”,将“１９３７年”说成“１９７３年”,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口述历史采访也常遇到类似情况,如:“我父

亲这个人,他在国民党时候干的究竟咋样,也不清楚.后来解放,让他当参议长他不去,就在家里赋

闲.”[１３]这句话中把“光复”(１９４５年)错说成“解放”(１９４９年).这处口误在采访现场难以辨别,上
下文本身含糊,按照下文“让他当参议长”,应是指光复后解放前(解放后的政治体制中没有参议长

这一职位);问题是上文却又有“他在国民党时候干的究竟咋样”一说,暗示后文指的不是“国民党时

候”,即解放后.又如:“一位受访者在访谈时回忆自己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楚辞›的思想性和艺术

性»,而在后来的确认稿中将«楚辞»更正为«离骚»;另外一位受访者回忆,１９３９年在日本占领区北

平没有受到日本影响的大学‘有美国办的燕京大学和日本人办的辅仁大学’;在确认稿中,将‘日本

人’改为‘德国人’.”我注意到,正式发表的访谈录文本按照口述人的更正说明进行了修订,并没有

留下口误的现场痕迹.口述历史的采访现场或多或少会存在口误现象,但绝大部分口述历史著作

中都没有留下这方面的痕迹.原因很简单,人们把口述历史现场的口误当作“错误”删除了.编纂

时进行某些删除、更正,不难理解,只不过它也遮蔽了口述历史言语活动的现场情况.
口误现象并非受访人/口述人的“专利”.采访人的话相对较少,出错率相对较低,但也有口误

现象.我自己就出现过:“«卖花姑娘»是１９７４年的.”[１３]１５０———正确答案是: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
于１９７２年８月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当年在全国发行放映.幸亏受访人说“哦,这个记不清了”,
没有引起一连串的错误.受访人/口述人的口误,仅仅是出现单纯的错误信息,只有极少数情况下

会引起连串的信息紊乱或错误;而采访人出现口误,引起连串信息错误和信息紊乱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采访人是提问者和主导会话的人.

言语错误即口误现象,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各有一套解释.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相当肯定地

说:“我发现大量语言表达的混乱和那些被冠之于‘语误’的微小差错都不是‘音节联系作用’的影

响,而是潜藏在表层交谈下决定语误出现的思维的影响而造成的”[１４]７９,即“每一个错误的背后,都



有被潜抑着的心理内容.更明确地说,每个‘错误’都隐藏着一份‘不真实性’,一份来自潜抑思想的

扭曲”[１４]２１０.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弗洛伊德列举了大量口误及其他言语错误的例子进行

分析,证明他的上述猜想.不只是弗洛伊德这样想,弗洛姆也说:一个即便主观上真诚的人,也经常

受到潜意识动机的驱使,它与个人确信的主观动机不同,他可能会使用一个逻辑含义确然的概念,
然而在潜意识里,该概念又另有所指,异于这个“官方的正式”含义[１５]４８.

对于口误现象,语言学家也有其专业解释.Fromkin等人认为言语错误是有规律性的,它表示

了语言系统的基本表征和组织原则,即言语错误可用不同方法来归类.Carroll总结了８种失言:
(１)转移(shift),一个音段从它的合适的地方消失而在别的地方出现;(２)倒置(exchange),实际上

是双重的转移,两个语言单位互换位置;(３)提前(anticipation),把后面的音段提到了前面;(４)延缓

(perseveration),与提前相反,把前面的音段延缓到后面;(５)增加(addition),增添了一些语言材料;
(６)减少(deletion),略去了一些语言材料;(７)代替(substitution),一个部分被另一个部分所取代;
(８)混合(blend),把两个项目混合成一个,有些混合是一次性的产物,也有些混合词经过多人使用

后已为公众所接受,如brunch、motel等[１６]２７３、２７４、４６９、６４０.
口述历史工作者面对口误现象时,自然要向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求教.但如上所述,心理学家

和语言学家的说法不一致,怎么办? 弗洛伊德之说虽然不无道理,但若要说所有的口误都是由潜意

识所决定,只怕有些武断.此时要兼听语言学家的意见,不过又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口误的

研究者大多是西方语言学家,口误举例及原因分析自然以西方语言为据.西方语言口误形式与汉

语口误形式是否一致? 在中国语言学家对汉语口误进行精确研究之前,口述历史工作者只能直接

面对言语活动现场的实际问题———最好是能够得到语言学家的指导.口述历史中的言语错误即信

息错误有三种情况:(１)单纯的口误;(２)一部分记忆错误;(３)一部分知识错误.单纯的口误与记忆

错误、知识错误并不是一回事.记忆错误和知识错误各有缘由,也各有表现形态,在许多情况下,是
能够明确区分的.但在实际语境中,有一部分记忆错误和一部分知识错误则无法简单辨析,例如口

述人将“１９４５年”误说成“１９４９年”,是口述人的记忆错误,还是口述人的单纯口误? 再如:“比如说,
湖北东边跟浙江交界地区的方言就是浙江方言.”[１７]这里的错误是明显的,湖北东边只跟安徽、江
西交界,即湖北不跟浙江交界.说这话的是一位语言学家,根据常识推理,我们不能说这位语言学

家不知道湖北与浙江不搭界这个简单知识,只有假设话语中的“浙江”为“江西”的口误才说得通.
更重要的问题是,口误的原因何在? 权且提出一个假设:口误是由心理潜意识作怪、神经元联

结失误、语境中的特殊诱因三者单独或综合作用的产物.这一假设的理论依据是,人类语言是心

理、生理和社会三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言语失误自然应从这三方面去找寻原因.说口误的部分原因

是由潜意识作怪,弗洛伊德已经提出了假设,并提供了一些证据.弗洛伊德的话不可全信,也不可

不信.说口误是受到语境中某些特殊诱因的影响,这也有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理论依据,同时可以在

言语活动中找出例证.说它是神经元联结失误,这正是神经语言学要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题.这

一假设,盼望心理语言学家能够给出更完美而又实用的理论假说.毫无疑问,口述历史需要这方面

的假说,知其所以然,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准确识别口误、记忆错误和知识错误,尽量减少口误,及时

订正信息错误,以保证口述历史信息和知识的准确性和真实性.退一步说,即使无力阻止口误现象

的发生,也没有办法将所有口误及时纠正过来,也该能纠正多少就尽量纠正多少.
口述历史的言语活动现场也是语言学家的大好用武之地.在口述历史采访中能够验证有关口

误的理论假说,语言学家也能通过实际观察和数据统计等方法发现实际言语活动中口误现象的类

别及因由.在口述历史采访中,口误现象比想象的要多得多,辨析及纠正程序也有不少.(１)大部

分被说话人自己纠正了,有时话刚刚出口,说话人就意识到发生了口误,立即予以纠正.(２)另一部

分能被有很强的语言意识且注意力集中的采访人所纠正,部分是根据采访人的知识进行纠正,部分

是根据实际语境及语篇上下文信息进行纠正.(３)剩下的部分由说话人在审阅口述抄本时进行纠

正,如上举将«离骚»错说成«楚辞»、将“德国”错说成“日本”两例.(４)剩下的另一部分是由口述历



史文本编纂人发现并纠正,如上举“光复”错说成“解放”等例子.(５)还有极少数漏网者,如上举将

“江西”错说成“浙江”的例子,这就只能让读者去辨析了.漏网者只是极少数,因为绝大部分口误都

被口述人、采访人、审查者、编纂者发现并纠正,进而在公开发表的编纂抄本中,口误痕迹也一起清

除了.有心研究口误现象的语言学家,最好是亲临口述历史现场,其次是观看口述历史采访录像,
再次是听采访录音.方法之一是通过口误纠正程序去逆推口误形成的原因,方法之二是仔细观察

并记录哪些人更容易发生口误? 口误是否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心理状况有关? 有怎

样的关系? 进而,同一个人在同一语境的不同上下文中发生口误的频次是否有差异? 有怎样的差

异? 进而通过观察研究和统计分析,能不能建立及如何建立有关口误预防和纠错的机制? 最后,能
不能通过对口误现象的统计分析去验证某种口误理论假说的正确程度或真伪差异? 这些问题只有

专业语言学家才能解答.在获得语言学的确切理论知识之前,口述历史人只能依据经验行事.
下面要说言语事故的第二类,采访人和口述人在言语活动中的用词错误,即概念使用或理解方

面的错误.此类言语事故,并非口误.且看我的错误实例:

　　陈墨:您这时候仍然是“逍遥”,对这些都不太热心了,是吗?
口述人:对,不是太积极,不像“文革”刚开始那一阵!

这两段话看似无问题,但口述人审稿时在“逍遥”一词后加了１２０字的注释:“我不记得在口述

时什么时候说过‘文革’当中我曾变得‘逍遥’的话.实际上,在‘文革’的全过程,我从来就没有真正

‘逍遥’过,包括在‘干校’时期,我曾被‘冷落’,情绪稍显低沉,但依然不‘逍遥’,不洒脱,该干的事还

是照干.这大概也是我人格的一大缺陷.”虽然没有直接批评我用词不当,但明确指出了问题的关

键:确实是我用词不当.我写下了«采编人杂记:关于“逍遥”和“低沉”»作为附录①.再如:

　　口述人:第一本电影还没有演完,发动机就出问题了.我们没有用过那个发电机,临

出发前,修配组的发电技师简单教了一下,谁发电我记不清了,那时发电也是两个人.
陈墨:那是８个人阶段?
口述人:对.结果出问题了,咋都修不好.[１３]８４Ｇ８５

这里“那是８个人阶段?”是错误的提问引出错误的答案.这并非口误,而是我对上文“那时发

电也是两个人”错误理解和错误推断造成的②.我的理解和推断错误又让口述人跟着出错.在口

述历史中,采访人出错,口述人当然也会出现此类错误.如:“对.那没办法,有啥办法? 我说就是

这样子.人家卢树坤在这儿待了一年多,调回去了;别的人像李晶莹啥的,都调回去了.就剩我一

个人了.”[１８]这段话中说卢树坤“调回去了”,指从长安县调回西安市,这一信息并不准确③.上面几

例看似简单,但这些言语事故若不订正解释,肯定会影响到口述历史言语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语

言学方面,这类事故恐怕要比口误现象更为复杂.它牵涉到言语的生产,也牵涉到言语的理解;涉
及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也涉及言语习惯或言语惯性;涉及说话人言语时的心理状态及情绪因素,
也涉及言语时的具体语境和上下文;涉及对话关系,也涉及对话主题中的复杂人际关系.这样的言

①

②

③

«采编人杂记:关于“逍遥”和“低沉”»的要点是:“逍遥”和“低沉”确实有重要差异,是两种不同的状态,有完全不同的心理机

制.逍遥是积极主动的行为,是觉得政治运动和派性斗争不合意,于是主动选择脱离,穷则独善其身,是情绪饱满、内心平和、积极飘逸,

用陈老师的话说,那叫洒脱.“情绪稍显低沉”并不是自己不想玩,而是得不到组织的信任,被组织冷落,不得不看别人热闹,是情绪低

落、内心纠结、消极懈怠,是不得已.陈老师的注释提醒了我,在口述历史工作中,若有一个关键性词语使用得不准确,会有怎样的误读、

误解和误导.见陈墨采编、陈骏涛口述«陈骏涛口述历史»,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此前我已知道,女子电影队成立前,女队员们曾经在陕西电影三队实习过,实习时三队共有８人,即４个师傅(男性)和４个学

员(女性).我也知道,在女子放映队成立之初,只有５个人,女子放映队从未有过８个人同时的情况.之所以犯错,应该是听到“发电也

是两个人”这话后想当然地推断:放映、卖票、宣传等也各有两个人,加起来就有８个人.犯错的根本原因可能是那一刻注意力不集中.

实际情况是:卢树坤并没有直接从长安县调回西安市,而是因为怀孕,受到组织照顾,从长安县农村巡回电影队调到咸阳市电

影院———咸阳离西安比长安离西安还要远———在咸阳工作一年之后,才调回西安.口述人并非不知道此事,但因为她在长安县工作时

间最长,丈夫在西安,夫妻分居头尾２５年(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说到这一段往事不免有些情绪.更重要的是,她和卢树坤之间还有些矛盾

(是在“文革”中由政治社会压力造成的),多少有些成见,因此对卢树坤是否直接调回西安一事,就不加分辨地陈述了.



语事故作为一种现象,需要语言学家的专业解释.
再说言语事故的第三类,就是我们常说的“话在嘴边,就是说不出”现象,心理语言学称之为“词

在唇边现象”(TipＧofＧtheＧtonguephenomena).生活中的人们肯定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有些明明记

得很熟的信息,在说话时瞬间短路,怎么也想不起来;即使用心回忆,也只记得起其中某些片断,但
却提取不出整个词.有时候当时说不出来,过一会儿就想起来了;有时候则要过很长时间才会想起

来.在口述历史采访中,这类言语事故也常常发生.例如:“一个叫我想不起来.现在就是一

个死了,叫吕志平,搞幻灯的,就是他画画.还有一个叫啥来着,一下子想不起来,一会儿想起来再

说.”[１８]２１９Ｇ２２０对此,心理语言学家指出:大概有７０％的词在唇边的错误都是声音上和目标词相近的,
意义上相近的只有３０％.这说明,一旦受试在心中已经有了一个以意义为基础的词,他们在提取

不出该词时很容易接受一个在语音上相近的词.所以意义和声音两者在词语提取和产生中都起作

用.知道意义可以引导受试正确提取一个词,但如果语音记得不清楚,和目标词的语音相近的词就

会被“误认”[１６]２７３.遗憾的是,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位心理语言学家指出,如此话在嘴边或词在唇边

现象产生的机制和缘由究竟是什么? 是不是一种“神经瞬间短路”?

三、口述历史抄本:言语与文字

本节讨论将口述历史录音转换为纸质抄本的问题.“纸质抄本(papertranscript)仍然是实现

以下工作最有效率和最划算的方法,包括组织与管理访谈,创建诸如摘要、目录条目与索引的检索

工具,以及方便研究者使用.”[３]口述史家曾乐观地认为:“录音机可以使普通人的言语———例如他

们的叙事技巧———首次得到真正的理解.”[１９]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当我们将口述历史抄

本———原始抄本或经整理及改写的编纂抄本———交给受访人审查时,许多受访人会大吃一惊甚至

无法接受:这是我说的吗? 怎么会这么琐碎、凌乱、啰嗦、跳跃、含糊?! 有些受访人干脆拒不承认那

是自己的言语,或责怪抄本整理者“没有水平”;有文字能力的受访人干脆动手改写,极端情况是将

口述抄本全部重新写过.为什么口语会如此? 语言学家指出,口头语是第一性的,而且一些特点如

传播的多向性和接受的单向性、即时性、反馈性、羡余性、经济性、题材的随机性等,是口头语独有

的[１６]３４６.口语是听的,听和说连在一起,要求快,因而说话是随想随说甚至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

话时除了连词成句以外,还可利用高低快慢的变化、各种特殊的语调、身势等伴随的动作及说话时

的情景.口头交际讲求效率,有这么多的条件可利用,口语用词范围可以比较窄,句子比较短,结构

比较简单,还可以有重复、脱节、颠倒、补说,也有起填空作用的“呃,呃”“这个,那个”之类[６]１８５.口

语之所以会出现琐碎凌乱现象,原因如下:(１)说话人现场表述时计划及执行出错.说话人若没有

都计划好,执行起来就有很多失误.有时句子成分尚未计划好,说话人就开始说话了,当然容易出

错,这时需要停顿或改正,由此又产生凌乱①.(２)“在语言上(不但是文字上)也有同样的两个相反

的势力在那儿对敌:一个就是说话的人或写字的人总喜欢偷懒,能够多方便多快就马马虎虎过去

了;可是听的人或看字的人,他要求清楚熟人他知道我要说什么,他听惯了我的声音了,我就用

不着说得很清楚所以人总是求懒,总是望糊涂里去.”[２０](３)口语的意义表达有时是“由于语调

的作用而彰显,而语调是任何已知文字都无法记录的重要现象”②.(４)现实语境中的交流是通过

①

②

桂诗春编著«新编心理语言学»,第４８３、４６７页.书中还说,话语生成大体上经历四个阶段:首先是把意念转换成要传递的信

息;其次是把信息形成为言语计划;第三是执行言语计划;第四是自我督察.

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第７４页.有一个经常被语言学家谈及的例子,即“小于不会唱戏”这

句话,在书面语中看起来只有一个意义:即小于这个人不会唱戏.在实际的口语中,根据重音的不同,就有以下多种意思:(１)小于不会

唱戏(小李会唱);(２)小于不会唱戏(谁说他会唱?);(３)小于不会唱戏(不是不肯唱);(４)小于不会唱戏(他只会看戏);(５)小于不会唱戏

(他会唱歌).王德春«现代语言学研究»,第５４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这个例子的另一个版本是:“我不会唱歌”这句话,根

据强调的不同,可以说成“我不会唱歌”(你来唱);“我不会唱歌”(谁说我会唱);“我不会唱歌”(不是不肯唱);“我不会唱歌”(听唱歌倒是

喜欢的);“我不会唱歌”(说段相声吧),等等.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第９１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多渠道进行的,“毫无疑问,身体语言经常能够展现更多的人的心理状态”,精神分析专家说:“我习

惯于不仅仅听病人说话,还观察他们的动作、姿势和手势.”[２１]４３语言学家伯德维斯特尔指出,人们

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时,其有声部分提供的交际信息不足３５％,其余６５％的信息是无声的非语言信

号(包括体态、服饰、环境等)传递的.艾伯特梅瑞宾的调查证实了上述观点,他还就此提出了一

个著名的公式:交谈双方的相互理解＝语调(３８％)＋表情(５５％)＋语言(７％)①.(５)自然语言中

的任何一个句子都是有歧义的,准确意思只有在一定上下文中才能确定[２２]１９２.在实际语境中,人们

对口语中的凌乱琐碎及颠倒跳跃等并不感到困扰,甚至没啥知觉,是因为我们不仅在听对方的语

句,且在听语句中的语调,同时还在看对方的表情,感受对方的言语执行计划,通过多种信息渠道并

联系语篇上下文,全方位地理解对方的意思;在对话交流过程中不断通过自己的理解和编辑,将对

方话语中的缺漏、颠倒、凌乱、啰嗦和模糊等处进行现场修订.
将口述录音转成文字抄本,离开了具体语境,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话语一旦书写下来,脱离

了说出时的自然条件,就像柏拉图在«斐多篇»里说的那样,‘无法单独地勉强自卫或自助’,丧失了

‘父亲的扶持’,成为‘鲜活的话语’的脆弱‘偶像’.”[１]７４口述人惊讶于自己讲话录音的凌乱破碎,甚
至不相信或不承认是自己说的,原因就在于此.并不是只有普通人的口语转换成文字时才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语言学家们在日常言语对话中也有口语凌乱的尴尬———在一次心理语言学讨论会上,
把一些学者在小组讨论时的发言录了音,发现人们自然言语失误颇多,如果照写下来,不大容易理

解[１６]４６６.忠实于录音的文字抄本之所以让人难以理解,是由于人们习惯了文字书面语.如语言学

家所说,书面语是看的.看和写连在一起,可以从容推敲、仔细琢磨.但是口语中的快慢高低变化、
特殊语调、身势和说话场景都不起作用了,只有标点符号还起一点作用,但也有限.书面语只能用

别的手段来弥补不足:扩大用词的范围,使用比较复杂的句子结构,尽量排除废话,讲究篇章结构、
连贯照应等.口语和书面语的这些差别是由表达媒介的不同决定的,它们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的

风格变异②.从理论上说,“文字的基本性质是对语言的再编码,是语言的书写/视觉符号系

统”[６]１６５;但问题是,“文字相对于所联系的语言,既有关系密切的适应性,又有相对的独立性”[６]１７６.
因此,必须正视文字与口语间的明显差异.

如何将口述历史的录音转换成可以阅读的文字抄本? 亦即应按照怎样的规则去整理和编纂口

述历史? 这是口述史学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从原始抄本到最终抄本的形成过程,“所有这一切都是

权威体系(systemsofauthority)对于文本的强加”[３],问题在于是怎样的权威体系? 怎样强加? 口

①

②

赵蓉晖«语言与性别:口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第２０２页.伯德维斯特尔说:“通过我自己的研究,我再也不愿意把语言体系

和非语言体系视为孤立的交际体系了.越来越多的资料都证明了这一论点的正确性:语言体系和体语体系都不能单独构成交际体系,

只有两者相结合并与其他感官渠道的相应系统相配合,才能形成完整的交际体系.”见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第３Ｇ４页,北京: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９年.毕继万指出:非语言交际手段的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四个大类:(１)体态语(Bodylanguage):包括基本姿

态、礼节动作及人体各部分动作.(２)副语言(Paralanguage):包括沉默、话轮交替和各种非语义声音.(３)客体语(ObjectLanguage):包

括修饰、气味、衣着、化妆以及个人用品.(４)环境语(Environmental):包括空间、时间、距离、建筑及室内装修、颜色、标志等.

叶蜚声、徐通锵著,王洪君、李娟修订:«语言学纲要»(修订版)第１８５页.口头词语(spokenwords)和视觉词语(visualwords)

的差别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１)口头语在时间上分布,而书面语在空间上分布.这个差别对知觉分析来说有两个重要的影响:(a)理论

上的解释应该考虑信息是怎样跨越时间来组织的.一般来说,口头语的模型使用一种策略来把输入信号和记忆中的模块或静态的表征

相匹配.这种以模块为基础的方法忽略了口头语信息在时间上的分布.(b)书面语和口头语存在重要差别.在正常情况下,书面材料

在遇到歧义时可以反复阅读和分析;而口头语是一次性的,很快就从听觉场消失.所以理论上必须解释听者在信号具有内在的短暂性

的情况下怎样正确处理言语.(２)口头语和书面语的输入方式有不同的特点.书面语是稳定的,例如我们在打字机或计算机上不断敲

一个字母,打出来的都是同样的字母.但口头语变化很大,说话人把一个因素说几遍,它的波形图都不一样.不同的说话人说同一个因

素,它的音质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不一样,说话的速度也不一样.(３)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另一个差别和信息的线性有关.印在纸上的字

母有明显界限,而且是线性排列的.连续的声音可表示为一个字符串.口头语却没有这样的对应关系;用来标音的语言符号和言语的

波形往往没有次序上对应.在实际的语言里,音素是重叠的和同时发出音来,以取得每秒钟传递１０个音素的速度.这个特点对那些从

左到右按次序提取的模型也提出了挑战.(４)口头语和书面语在切分方面也有差别.字母和词在书面语中是分开的,但在口头语中却

不然在连续性的发音里,词与词之间并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在流利的口头语中,切分几乎是不存在的.语音和音素之间缺乏切

分对理论模型的建立者也是一个挑战.见桂诗春«新编心理语言学»,第２６２Ｇ２６３页.



述历史抄本多数由采访人根据录音整理出原始抄本或编纂抄本,送交口述人审查,经双方协商后定

稿,即完成标准抄本.少数情况如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和杨晓主编的«蜀中

琴人口述史»等,由采访人自己整理甚或直接“撰写”①.还有极少数情况如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

的«舒芜口述自传»,由采访人整理录音,受访口述人多次增删并定稿②.问题的关键不是由谁来整

理,而是如何整理.我所见到的口述历史出版物,大多以书面语形式按书面语规则将口述历史的口

语化内容“撰写”出来,实际上是重新表述口述人的话语.有些撰稿人有意识地想要保持口述者的

口语特点,如«师哲回忆录»的撰写者说:“由于师哲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如半文半白,形容词、定语

使用频率高(俄文的特点),倒装句较多、口语化等,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尽量予以保留,同时力求使本

书的语言朴素流畅,采用白描手法,同师哲的身份更加贴切.”③但多数口述历史撰写稿却无意保持

口语形态,自觉或不自觉地抹去口语痕迹.口述历史的整理人及撰写者通常不大注意口语和书面

语的差异,以为只要在撰写文本中传达出口述人的意思就好.这就出现了问题:(１)假如不是对受

访人的口述做忠实呈现,而是由整理人或撰写人按自己的理解进行再表达,如何能肯定整理稿和撰

写稿呈现的是受访人的真实想法和说法? 有人会说:整理稿或撰写稿经过受访人亲自审阅,有些口

述历史文本实际上还是由受访人亲自定稿,如此即可确保整理稿和撰写稿准确无误.(２)假如书写

可以解决问题,让采访人直接采写,或由受访人直接写出回忆录、自传或有关专题证明材料,不就可

以了吗? 为什么还要做口述历史呢? 人们通常认为,口述与书写只是媒介形式不同,很少想到“书
面语并非抄写下来的口语,而是一种既是语言学的,也是文化的新现象”;语言学家甚至警告说:“文
字使人看不清语言的面貌,它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乔装改扮.”[１]８４Ｇ８５

口述历史抄本制作中如何最大限度保持采访现场感、保持口语形态及口语痕迹,不仅是抄本整

理和编纂的操作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需要口述史学研究者思考和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口述历史

的口语对话形式关乎口述历史的价值与本性.口述历史不仅具有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
教育学的资源价值,还有语言学的资源价值,口述历史整理人和编纂者当明白并牢记:语言是第一

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是对语言的再编码系统[６]７.按此共识,口述历史的编纂抄本应努力向

现场口语靠拢,须特别警惕书面语对口语的遮蔽、改写和扭曲.如唐纳德里奇所说:语言学家特

别强调创作出忠实地复制人们语言的抄本,他们应用的是从语音到细节都有明确概念的系统,有时

甚至要计算说话者停顿的秒数抄本制作者的责任是尽可能精确地重现所听到的录音带内容.
抄本制作者切不可重组文字或为文章的风格删减字句.有些计划允许抄本制作者删除一些“错误

话头”.就是受访者开口先说出的话,后来因为心意一转,改变语调,就被打断了不过有些“错
误话头”所显示的是心理过程、弗洛伊德式口误(Freudianslips,指下意识脱口而出的内心话)以及

企图隐藏的信息[２３]５６Ｇ５９.会话分析学创始人萨克斯、谢格罗夫和杰弗逊在研究大量日常会话的基础

上,提出了一整套研究方法(包括十分精细的会话录音转写符号)[５]１６９,值得参考和学习.
在口述历史界尤其是中国口述历史界,并非所有人都遵守忠实于口语这一原则,更非所有人都

有自觉的语言学意识.中国出版的口述历史著作有些本身就是采访人或口述人撰写的;有些即使

①

②

③

杨晓说:“撰写口述文本,对我个人来说真是巨大的挑战.如何以第一人称撰写口述文本? 用什么样的逻辑撰写? 如何取舍

材料? 如何用贴近琴人个性的语言去书写? 它不仅需要对书写对象深刻理解,还需要根据口述文本广泛寻求更丰富的文献与口碑资

料.”见杨晓主编«蜀中琴人口述史跋:七弦后学四人谈»,第４２４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

许福芦在«后记»中说:“我们的方法是,先录音而后从盒带上扒出文字,再行整理.所谓‘整理’,不过是材料取舍、稍加结

构而已.初稿我是用方格纸抄出来的,请舒芜先生过目.毕竟往事如烟,聊一遍甚至聊几遍也还有抵达不到的地方,文字触动一下,就

可能达到钩沉的目的,于是先生就动笔作些增删,我再把增删稿打印出来,还请先生看,又有小的增删,如此再三.”舒芜口述、许福芦撰

写«舒芜口述自传»,第３７８Ｇ３７９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李海文«整理者序»,见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７页,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５年.按:«师哲回

忆录»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它的基础是师哲本人撰写的若干回忆录,再加上撰写人与师哲的对话记录以及有关档案资料综合撰

写而成.有意思的是,李海文认定这是师哲的口述史:“他讲的有些观点我虽然不完全同意,但因是他的口述史,作为整理者,我只能忠

实原意,照录无误.”见李海文«整理者序»,第６页.



有录音依据,但整理/编纂者和口述者/审稿人往往会理直气壮地加以改写.这样做的理由很多,诸
如让口述历史保有话语的明确性、句子的完整性、意义的清晰性、文本的可读性等等.甚至有人认

为:“在人类当前的各种语言中,其他语言甚至难以成为一种独立有效的交流手段,而退化为文字语

言的一种补充,以至最终只有依赖于文字语言才可能获得意义,甚至只有表现于文字语言中才可能

成为一种真正的语言.”[２４]这不难理解,因为我们熟悉并习惯书面语,且被书面语所教化;更深层的

原因,在潜意识中多少遗存了对文字的原始敬畏和崇拜———文字仍然带着恐惧和尊敬的光圈,人们

还是保持着对书本文献的迷信.口述历史被某些历史学家所轻视,部分原因或在于此;口述历史工

作者试图用完整、清晰和可读的书面语改写口述录音,部分原因亦在此吧?
那么究竟如何是好? 口述历史先驱者早已有所探索且做出了范例,方法是将口述历史录音整

理和文稿编纂分成两道工序,并在规则上稍作区别.即原始抄本须按录音逐字抄录,以备他人查证

和语言学家研究.在原始抄本基础上制作的编纂抄本则可稍微变通,即在保持口语形态的前提下

兼顾文字书面语的阅读习惯;也即口述历史编纂抄本要在口语真确性和文字可读性之间进行必要

的妥协,努力使二者平衡,并保持一定的张力———可称为“语、文张力”———完全按照录音档案呈现,
丝毫不加编纂整理,有些含混词语和残损句段怕读者不知所云,那就不切实际.毕竟口述历史的编

纂抄本是要让人看,而不是让人听.要公开出版,进入大众传播领域的编纂抄本就更需保持语、文
张力.之所以要这样,首先是因为语言学家指出,标准口语的内容包括中态成分、纯口语成分、俚俗

和地域方言成分、纯书面语成分,后两者所占比例是很低的,从理论研究和具体言语实践看,要想从

口语中完全剔除这两种成分是不可能的.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的普及和大众传播手段的丰富与

完善,当代口语与书面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许多领域中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很清晰

了[９]２２Ｇ２３.口语和书面语本身并非泾渭分明,只不过有些受访人的口述更接近书面语,如同口述文

章;而另一些人的口述则更加口语化,且更加破碎凌乱或含混多歧义,需要编纂人花费功夫填充理

顺或注释说明.其次,编纂人一定要领会语言学家的提示:对于实用目的和科学分析两个方面来

说,语言是人们说话的方式,而不是某些人认为人们应当怎样说的方式[２５]１４３.“书面语,这就是河面

的冰层.被冰层禁锢住但仍在下面流动的水,这就是人们的自然语言.结水成冰,立意把河流止住

的寒冷,这就是语法学家和教育家所作的努力.还语言以自由的阳光,这就是战胜常规、打碎传统

镣铐的不可克制的生命之力.”[２６]３２５最后,口述历史是电子时代的产物,口述历史编纂文本决不可让

标准书面语将口述历史的言语之河彻底冻实,从而失去言语之流的真相.麦克卢汉在一次有关现

代性的辩论中表达了这种不安和怀旧,他称颂新的电子时代并不是因为其新,而是因为向人类创造

力本源的回归,他把这看作古老的口语文化的复兴[２７].口述历史正是口语文化复兴及向人类创造

力本源回归的重要路径,供人阅读的编纂文本也不能抹杀口语的痕迹,遮蔽口语的活力.

四、口述历史与语言学研究

本节探讨口述历史对语言学研究能否提供帮助.能或不能,要看它如何落到实处,它如何为语

言学研究提供帮助? 这可以分为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口述历史能否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种特殊路

径? 二是口述历史录音录像档案———人类个体记忆库———能否作为语言学研究资源即语料库? 在

我看来,这两个问题都是肯定的,下面说具体证据.
先说第一个问题,已有语言学家将口述历史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一种路径,如张宜的«中国当代

语言学的口述历史»,该书第二章«口述历史在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的新视角»、第三章«语言学史口

述研究的技术规程»、第四章«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档案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例

证[４].由语言学家做语言学同行的口述历史,不仅可以获得当代语言学史的鲜活史料,也可以现场

讨论和记录语言学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新思想、新方法、新理论、新材料、新实验和新证据;还可以

将语言学家口述历史过程当作言语现场,记录语言学家会话过程的音变、词汇、句法以及口误等各

种真实言语现象.对此言语过程中自然出现的各种语言学问题,采访人和受访人可以现场讨论,也



可以记录下来作为专门的语料留作其他同行的研究资源.语言学家对口述历史过程中的各种言语

问题或语言现象肯定比常人更为敏感,也比外行更能抓住问题的要害.
进而,口述历史作为语言学研究的路径,不仅可以做语言学家的口述历史,还有另一种选择,可

以做非语言学家即特定语言调查对象/新鲜语料提供者的口述历史.语言学家指出,最好的语言素

材的来源是被咨询的人,也就是一个说本地话的人[２５]８.语言学研究早有行之有效的访谈法,通过

个别访谈法或集体访谈法两种方式,诱导受访人说出调查人员所需了解的内容,提供有关语言变化

的原始资料①.为什么还要借用口述历史的访谈方法呢? 因为:(１)虽然口述历史访谈与真正的日

常会话仍然有所不同,但因为受访人所谈的是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人生记忆,在言语态度和言语方式

上更具日常性,因而比纯粹的语言学访谈更接近真实的言语现场.在口述历史访谈中,虽然不能让

受访人念词表,但多数人都会自然地谈及相近的内容,如家乡、家庭、家人、父母、童年、小学、中学、
老师、上课、考试、阅读、思考、交友、青春期、职业、工作态度、人生目标、社会环境等等,由这些

相同的关键词,会很自然地形成相似的语句或语段,以满足语言学研究的需求.(２)口述历史访谈

不仅更具日常性,而且话题更广泛,可以观察和研究的语言现象更丰富,语言学访谈的提问法和检

测法,经过精心设计和改头换面,照样可在口述历史访谈中使用.因此,将语言学访谈方法与口述

历史结合起来,可能会发现新的语料、新的言语问题和新的语言现象,提出新问题,或求得新证据.
(３)口述历史不仅可以作为普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路径,在社会语言学研究方面更是大有

用武之地———口述历史不仅直接呈现鲜活生动的语料,同时还直接呈现这些语料背后的人及其社

会关系、地域生活环境、家庭教养、文化传承、政治态度、经济状况、社会阶层属性、职业特点、性别特

征和年龄特征等等,这些都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线索②.
进而,语言学家做口述历史,不仅可以在采访现场进行观察研究,还可以设计一些口述历史语

言的实验研究.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采访中,受访人使用的语言不同,有的说方言,有的说普

通话,有的说方言口音浓重的普通话或地方官话.对此,我们通常都不怎么在意.采访吴天明导演

时,就热闹了,他不仅说,而且唱,有时还带表情和动作,甚至站起身来表演;有时候说陕西(三原/西

安)方言,有时候说普通话,有时候还说粗话(方言和普通话)③.面对这样的情况,语言学家大可设

计实验性采访,使用同一个采访提纲对同一对象进行多次采访:一次用方言采访,让对方说方言,只
能说方言;一次用普通话采访,让对方只能说普通话;还可以有一次让对方自由使用方言或普通话,
以观察言语实际情况.具体设计目标是:(１)观察语音变化情况,说方言时是否及如何受普通话语

音的影响? 说普通话时是否及如何受方言的影响? 自由转换的言语中的语音变化情况如何? (２)
观察词语使用的情况,说方言时与说普通话时在词汇使用方面有怎样的变化? (３)观察语句和语篇

的情况,对同一段经历,用方言说和用普通话说,在语句和语篇方面有哪些不同? 如果这样的实验

①

②

③

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第６４页.语言学访谈法的主要技巧包括:(１)念词表、句子或语段,这是调查方言语音体系用得最

多的技巧.(２)提问,由调查人员提出问题,要求受访人回答,从中获取信息,采集材料.(３)检测,给受试人以某种刺激,使其立即做出

语言反应,以观察受试人的语言能力,了解其语言体系的特定规则.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１)国家或地区、城镇或村落、机构或部门、街区或邻里等使用语言的状况及其历史、地理、

人文背景.(２)按种族、民族、阶级、阶层、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说话人的社会属性区分的言语共同体,或由说话人的实践活动

建构的实践共同体,使用语言变体的状况、缘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３)各种语言变体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标准话和非标准

话、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世界性语言和本土化语言等的结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尤其是传递社会意义的功能.(４)人际言语交往中

各方面使用语言的状况、变化及其用意和效果.(５)文化、社会、历史、地域等背景和情景、心理、认知等因素对于社会交往过程中个体选

择语码和解释语码的影响,以及语码选择在建构个人身份认同和调适人际关系中的效用.(６)社会及其不同群体或个体对各种语言变

体的认同、态度和评价(法定的或实际的、显性的或隐性的、持久的或短暂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学习、使用和传播语言变体的影响

和效应.(７)由语言接触和语言态度引起的语言使用上的变化及对语言结构的影响.(８)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等方面的原因造成

人口流动或迁徙而导致的语言使用格局上的变化及对语言生命力的影响.(９)社会语言生活中存在的实际语言问题,以及为此而采取

的对策如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教育及其效果.见祝畹瑾«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第３０Ｇ３１页.

见陈墨«口述历史杂谈关于吴天明:未完成采访的手记»,第２２７Ｇ２３８页,北京:海豚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吴天明口述历史的录

音录像档案现藏于中国电影资料馆,尚未对外开放.



性采访切实可行,就还可以进行一系列实验,观察同一方言区的双言使用者的方言和普通话在语音

方面如何相互影响,有哪些规律? 进而,在同一方言区的双言使用者因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
业及社会身份的不同,会有哪些不同? 是否有规律可循? 我相信,只要语言学家参与口述历史工

作,肯定能够设计出更好的实验性采访方案,并证明这是语言学研究的一条可行路径.
语言学家做口述历史,还可在抄本整理过程的参与和观察中进行语言学研究.这分两种情况:

(１)语言学家直接参与采访与采访录音抄本整理工作.就主访者而言,要对受访者的个人经验进行

诠释、辩解、删节、合并等,而如何将受访者的话语转变为文字记录也是一个挑战,这一过程同样会

有诠释、辩解、删节、合并等可能,最值得推敲的是口语记录和整体情境的差距以及口语与文字的差

距[２８]３１.(２)语言学家若不直接参与采访和抄本整理,也可观察和研究口述历史采访和抄本整理工

作中存在的各种语言学问题.唐纳德里奇指出:抄本制作更多的是艺术而不是科学.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地方口述历史研究室曾做过一次实验,让４位有经验的人为同样１０分钟的

录音制作抄本,结果由于要编辑表明声音和行动的词语变化太多,４个抄本从缺乏创造性的逐字抄

录到进一步的词汇润色,面貌截然不同.每一个版本的表述都是合理合法的,但与访谈者和计划主

持人要求抄本制作者最终完成的风格差距甚远[２３]６０.在口述历史实际工作中,多人参与尤其是大

规模口述历史项目,如我参与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由于采访和录音整理的工作量都很

大,需要分工合作,采访人、录音整理人、编纂人往往并非同一人,采访人是 A,录音原始抄本整理人

是B,抄本编纂人是C,三者对同一份录音的理解会有所不同,这成了口述历史工作中的一大问题,
不仅是录音抄本整理的技术规范问题,更是对言语的理解差异问题.

在录音抄本整理和编纂中还有更大的语言学难题:采访人和受访人如何做到相互理解? 他们

是否都能准确理解对方的表达? 录音抄本整理人、抄本编纂者又如何理解以及能否准确理解采访

录音? 对人际间的言语理解和相互沟通,别什科夫斯基说:“我们就如同是一群盲人,向空中伸出双

手互相寻觅.每个人能够完全懂得的———只有他自己的语言.”[９]２５０无论在日常会话还是在口述历

史访谈中,的确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理解的困境,并因此发生误会和错解.洪堡特指出:运用词语

时,每个人都跟别人想得不一样,一个极其微小的个人差异像一圈波纹那样在整个语言中散播开

来.所以,任何理解同时始终又是不理解,思想和情感上的所有一致同时也是一种离异[２９]７７.这又

涉及另一个语言学难题:在口述历史中人们如何表达自己所思所感所忆? 是否每个人都有能力准

确表达自己? 在口述历史中,记忆要由语言来表达,个人的原始经验往往处于模糊的状态,此模糊

经验必须透过语言的陈述、命名、认定才得以落实.而透过语言叙说经验的过程,已脱离了原始经

验的模糊与混沌,也开始新的诠释与创造[２８]３０.爱因斯坦曾质问:我们难道没有经历过,要想通过

语言来表达我们所想所感是多么的困难,甚至经常无法做到吗?[２１]４１如果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都感

到语言表达的困难,甚至承认经常无法做到言语表达的准确性,普通人又如何保证口述的准确性?
人们如何理解及能否精确理解他人的言语,人们如何表达及能否精确表达自己,这两个问题是口述

历史的难题,也是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难题,涉及言语的理解

和言语的产生.口述历史工作者的头疼之地,或许就是语言学家的用武之地:参与口述历史录音档

案整理和编纂的人越多,出错的几率就越大,语言学家研究的具体语料也就越丰富.通过对口述历

史采访现场、录音录像档案、录音原始抄本整理、原始抄本编纂等多个环节的观察和研究,语言学家

当能发现言语理解及其失误的大量语料,对这些语料进行不同方式的统计分析,当能对那些言语理

解错误或表述缺陷进行分类研究,找出产生失误或缺陷的具体原因.进而还能察觉、研究和分析口

述历史工作参与者言语表达和言语理解的精确性,其具体语境以及参与者的语言能力、受教育程

度、内心丰富程度、精神活跃程度及语言敏感程度等因素的关联程度.
下文讨论第二个问题:口述历史录音录像档案能不能成为语言学研究的资源? 答案也是肯定

的.我国已有语言学家对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中的语气词使用频率进行统计,从篇幅字数基本

相等的男女话语材料中看到:在疑问句中使用“吗、呢、吧、啊”等语气词的频率,女性大大高于男性



(平均比率为７２％∶３３％句次)[５]１３７.这证明可利用口述历史语料做语言学研究.在理论方面,口
述历史录音录像档案库可以作为语言学研究的语料库.也就是说,假如有更大规模的口述历史,假
如我国各民族、各行业及各地区乃至城乡各社区都开展口述历史工作,建立各自的录音录像档案

库———人类个体记忆库、国家记忆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档案收藏———那么中国语言学家将会获得极

其丰富的研究资源.利用口述历史录音录像档案,中国的语言学家在民族语言、方言乃至对语言历

时演变(语言史)①等方面,做出规模更大、更细致和更精准的调查研究.
语言学家为什么要利用口述历史录音录像档案进行研究? 要从两个方面说.从语言学方面

说,我国语言学研究开始时间晚、专业人员少、“欠账”也多.(１)中国的语言———包括少数民族语言

和汉语的方言、次方言、土语(分得更细一点则是方言大区、方言区、方言片、方言小片、方言点)———
尚未得到真正充分的研究.(２)最近３０多年来,中国语言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语言接触和语言变迁

时期,包括:随着留学潮、出国热和出国旅行机会的增加,中国语言与外国语言的接触机会有极大增

长;因为就业、就学、入伍及商业贸易等原因,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接触频度有极大增长;由于农

民工进城,汉语方言与普通话的接触频率有前所未有的增长,在每个城市都有居民来自全国各地的

社区,农村社区中则有同村人员远赴全国各地打工又将全国各地方言或官话带回本村.如此大量

的语言接触,必然带来语言的变迁.对此,语言学家进行即时跟踪调查和分析研究,不免心有余而

力不足,但语言学家可以求助于口述历史所记录积累的语料.有太多的理由应该做口述历史,也有

更多的人可以做口述历史: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当
然也包括语言学家,地方志、行业志、党史办、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报社、杂志社、传播公

司、电台、电视台、网络公司等机构工作人员,大中小学学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口述历史爱好者,
乃至每一个家庭的普通人(为各自家庭的长辈留下口述历史录音录像作为永久纪念)都可以做口述

历史.也就是说,口述历史档案库的建立规模和速度,是专业语料库无法比拟的.因此,语言学家

可以利用也必须利用口述历史录音录像档案进行语言学的专业研究.对口述历史语料库的大规模

数据挖掘和研究,还很有可能会改变现有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模式.

五、口述历史与语言人研究

这里讨论能否通过口述历史语言学路径研究人? 这涉及口述历史、语言学和人的研究三者的

相关性.语言和人的研究的相关性自古是诱人的难题.推进这一课题的是人类学家,他们从种族、
语言和文化这三个纲目来研究人[２]１８６.而在这三个纲目中,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研究入口;进而,
语言研究的深度决定了种族和文化研究的深度.语言学界有其先行者,洪堡特曾提出语言结构的

差异对人类精神发展影响的学说,明确指出:语言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对于人类

精神力量的发展,语言是必不可缺的;对于世界观的形成,语言也是必不可缺的,因为个人只有使自

己的思维与他人的、集体的思维建立起清晰明确的联系,才能形成对世界的看法[２９]２５.可惜很长时

间以来,洪堡特的思想并未引起关注,甚至算不上语言学家的共识.索绪尔说:“语言学的唯一的、
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３０]这不难理解,语言学作为现代科学,必须有规定

的对象和可靠的方法,不得不排除一些无法实际观察或实验证明的经验直觉和理论玄思.可就语

言和为语言的研究固然能发现诸多语言学重要规则,却未必能找出人类语言的究竟.“如果拿地球

来作比喻,现在能够说清楚的,只是语言的‘地表’层的规则.语言学家正在探索语言的‘地幔’层的

奥秘,希望最终能够到达‘地心’.”[６]８２什么是语言的“地心”? 这正是语言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语

言学家明确意识到,语言科学处在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十字路口[２６]１,这个十字路口的交叉点

① 语言学家指出:“虽然语言变化已经完成,但如果我们将所有语言(或方言)都放在一起进行共时层面上比较的话,就能从中找

出语言历时演变的规律.”因为“时间上的变化转瞬即逝,我们很难把握,而空间上的扩散却可以留下痕迹,通过比较语言间共时的关系

可以发现语言的历时演变规律.而语言的扩散完全是由人员的流动造成的,因而只有密切联系使用该语言的社会,才能对它的各种变

异形式和历时的变化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研究”.见祝畹瑾«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第１２９、１３２页.



即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有共同的核心因素,正是人.因此可以推论:语言的“地心”即语言学的

究竟,也正是人.如语言学家所言,语言研究是人类探求自身奥秘的重要途径[６]４.换个角度也同

样说得通:人类自身奥秘,自必包含语言和语言学的根本奥秘.有鉴于此,海然热写了«语言人:论
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一书,首先声明:这本书产生于一个十分明确的意向,是想显示语言学在

说明“什么是人”的问题上能够做出哪些贡献.人这个贪心无止境的造物总想凭借自身属性做到自

我发现.这种属性正是本书的中心课题:与同类对话的顽固意愿,从事交流的天性智人(homo
sapiens)之所以是智人,首先因为他们是说话的人(homoloquens),语言人.———既然言语行为是

人类物种的核心,语言研究工作就不应该继续孤芳自赏地闭门造车[１]１９８５年法文版作者前言,p１４Ｇ１６.
要完成“语言人”的课题,通过语言研究探索人类自身奥秘,并通过对人类奥秘的了解探索语言

和语言学的究竟,尚路途遥远,且有太多断崖迷津,需要语言学家拓路修桥.语言人的问题包含了

多个层次:一是不同语系及不同语言的语言人问题,涉及比较语言学及“比较语言人”的问题,亦即

洪堡特所说的语言结构差异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问题;二是同一语系或同一语言内部使用不同

地域方言和不同的社会方言的语言人问题,即社会语言学所研究的诸多问题,包括性别、年龄、教育

程度和社会阶层等语言人问题;三是同一语言内部的个体语言人问题,即语言的个性差异问题———
因为语言渗透到了精神和情感最隐秘的深底,每一个人都使用同一种语言来表达他的特殊个性,所
以,语言始终出自具体的个人,每个人运用语言首先是为了自身的目的[２９]２００.以上三者互有关联,
即:两种语言在词汇方面的数量差别———因而也是结构差别———也存在于同一语言内部两个以上

的个人之间[１]５０.同时,三者属于语言人问题的不同层次,其间自有不可忽视的差异.有学者细致

研究群体变异和个体变异后,提出不能假定两者的变异趋势总是相同的,可能存在“个人模式的变

异”,它不与外部社会因素共变,因为说话人既是某些群体的一员,又有属于个人的生活史[５]６６.
通过人的言语研究语言人,最佳路径是通过日常言语的个人模式变异,探索说话者性格特征及

语言人的一般规律.这一路径基于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一个人的语言又是这个人的第二

形象.此外,语言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修养、职业等.语言比外表等第一形象更内在,更真

实.”[２２]具体有不同研究路径可循:(１)可以从个人方言角度研究.语言学家指出:谁都知道语言是

可变的.即使是同一代、同一地、说一模一样的方言,在同一社会圈子里活动的两个人,他们的说话

习惯也永远不会是雷同的.仔细考察一下每一个人的言语,就会发现无数细节上的差别,存在于词

的选择,句子的构造,词的某些形式或某些组合的相对使用频率,某些元音、辅音或二者合并时的发

音等方面,也存在于快慢、轻重、高低等给口语以生命的方面.可以说,他们说的不是完全相同的一

种语言,而是这种语言的各种稍有分别的方言[２]１３２.(２)语言学家指出:语言创新始于个人的说法

虽不一定对,但人人都把自己的创新引入语言却是事实.所以,认为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

语言,并非完全没有道理[２６]２８０.因此可以从语言风格学角度研究语言人:尤其是民族风格对比、时
代风格对比和个人语言风格对比进行研究和风格统计,进行各种功能风格对语言表达手段的选择

研究①.(３)还可以通过个人的口头禅研究语言人.这既可作为语言风格学的一个子目,亦可作为

语言人研究的一条专门路径.个人口头禅与“嗯、啊、呃”等普遍性语气词或“这个、这个,那个、那
个”等大众习惯语不一样,它是一些比较特别的词语,通常专属于某个人———或许存在多人拥有相

同口头禅情况,亦可研究语言人的共同点及其规律———例如李宗仁先生喜欢用“几希”二字,这是他

的口头禅,口述史家不大理解这一点,竟把它当作废话,说“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未把这个词用对过,
那我就非改不可了”②.如果有语言学知识就不会那么干.作为个人言语习惯,口头禅是个人的性

①

②

语言风格学又称语言修辞学,主要内容有:语言风格的性质、原理、方法以及研究的内容,语言风格的要求,语言风格的形成及

演变的规律,语言风格的分类,风格对比(包括民族风格对比、时代风格对比、个人风格对比等),风格统计,各种功能风格对语言表达手

段的选择,各种功能风格在不同语体、不同文体、不同语境中的表现,作家作品风格等.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概论»,第２９页.

见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附录三”,第８２５页,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格、心理及潜意识的隐秘信息和独特标记.有人喜欢说“当然”,几乎每句话都以“当然”二字开头,
其中或含有“当然逻辑”和“当然心态”.有人口头禅是“反正”,这与其表面随和内心固执的个性有

关.有人口头禅是“说老实话”或“说真的”或“不骗你”,更需认真分析,或许是说话者非常重视真

假,或许是意识对潜意识的提示,或许相反.究竟为何,需要与说话人的身份、个性及说话心态结合

起来分析解读.一个口述历史受访人喜欢说“你听好了”,我知道他是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当然

懂得这是他的话语习惯,也是他对自己身份的强调.只要我们留心,多半能理解若干口头禅的“言
外之意”,甚至能追溯其来龙去脉①.如上所述,有些口头禅相对易解,有些信息的意义还不得而

知,并不是所有口头禅都能简单解析,李宗仁喜欢说“几希”,其中有什么道理,我就不懂.好在语言

学家有研究口头禅的更多方法,如直接观察法、质性访谈法、统计分析法等.总之,口头禅是语言人

的独特标记,值得专题研究.接下来的问题是,通过语言进行语言人研究,与口述历史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结合口述历史语言做语言人研究?

首先,因为口述历史不仅是言语和语言研究的现场,也是语言人研究的现场.在口述历史的访

谈现场,能够全面观察和研究语言和语言人的实际关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人方言和语言风格,
同一方言乃至同一语句在不同的人及不同语境中又有不同的缘由、产生方式和具体意义.一个简

单口头禅,如“你听好了”,说话者可能是循循善诱的老师、关怀备至的领导,也可能是颐指气使的丈

夫或妻子、自以为是的父亲或母亲,还可能是模仿官腔的普通人.在口述历史现场,可以同时了解

一个人的言语方式和这个人的文化修养,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人.在口述历史采

访现场,语言学家不仅可以直接观察到日常口语的种种特性,还可以直接观察不同口述人的不同习

惯,并结合其社会身份等个人特征深入调查和研究口语的深层奥妙:为什么有人能够出口成章,少
有赘语、断裂、重复、啰嗦和歧义;而另一个人则不断跳跃、凌乱不堪、模糊不清? 只有充分了解说话

人,才有可能探索出其中的奥秘.实际上,在口述历史过程中,说得过于流利的人,固然可能是头脑

灵活、训练有素而又准备充分的人,但也有可能是善于辞令、出口成章但却言不由衷的人;相反,说
话时不断要“想词”或“找词”的人,固然可能是缺少语文训练或天性木讷羞于言表的人,但也可能是

具有语言自觉且非常聪慧,每句话都试图找出最准确的词语来表达的人.只有直接面对其人,才能

了解和理解其中的差异,观察语言和语言人的复杂而隐秘的关联.
其次,口述历史经常要面对一个根本性的质询:某个受访人所说是不是真话? 这个问题,历史

学家或口述历史工作者都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因为这实际上是语言学问题,准确地说是语言

人要研究的问题.语言学家警告说: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语言都是表达的工具.因此,语言完全

可能是骗人的.它只要求我们遵从一些结构规则,而这些规则没有理由精确反映世界的发现过程

中的每一个步骤[１]１４４.心理学家也发出类似警告:我们已了解潜意识因素的作用,对言辞必须持怀

疑态度,不能只按表面价值定夺[１５]４９.言语真或不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多种:
一种可能是记忆错误或知识错误,即不自觉地提供不真实信息;一种可能是单纯的口误,即有口无

心或口不应心,这是在特定语境下的言语事故;一种可能是压根儿就无法区分真实与想象的差异

(如幼儿及心智水平不高的成人);一种可能是心口不一或心口分离,即缺少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基本

训练,或自我认识模糊,或模仿他人言语,或受到潜意识的暂时控制;还有一种可能是故意说谎.只

不过即使故意说谎,动机和形式也不尽相同,一种是出于虚荣或自我保护的突发性说谎,一种是追

求个人利益的习惯性说谎,一种是超强外力压迫下不得不说谎.在口述历史采访过程及档案中,上
述情况都有可能存在.人为什么会说假话? 人的言语为什么会真假掺杂? 这固然是口述历史的巨

大难题,也是语言学及语言人研究的大好机缘:言语不真既关乎语言的产生,更关乎语言和人的心

理和社会本性.口述历史采访过程及档案正是研究这一问题的观察和实验现场.在口述历史现场

① 我的同事张锦在一次年终总结时,开头第一句就说“然后”,这不符合语法习惯.对此我很好奇,问他是怎么回事,后来他解释

说,这是做口述历史采访的后遗症,在采访时以倾听为主,经常要以“然后呢?”或“然后”作为对话合作连接词,说多了,不知不觉地

带入日常言语中,成了口头禅.



研究语言人话语不真问题至少有下列特殊优势:(１)因为口述历史采访之前需要做功课,提前了解

口述内容相关的重要情节及若干基本事实,有利于识别不真实信息.(２)口述历史采访前要了解受

访人的家庭出身、成长经历、社会身份、职业特点、年龄和性别等因素,还要评估受访人的心理状况、
个性特征、社交倾向、行为模式、记忆能力和语言能力等,对口述人的语言风格会有所了解,对某些

不真实信息会更为敏感.(３)在倾听口述人言语表述的过程中,除了言语信息,敏感的研究者还可

以从对方的神态、动作、眼神、表情甚至微表情中观察其言语的真诚度及其真实程度,假如口述人故

意说谎,有经验的采访人或多或少能有所察觉.倘若口述历史采访人是语言学家,那就更能从大量

采访实践中,对不真信息进行识别、分类和专门研究,还可以对某些专题进行有计划的现场质性访

谈,从而更加深入地探索不真信息与语言人的关联规律.
再次,结合口述历史进行语言及语言人研究,更重要的原因如语言学家所说:要彻底了解语言,

“就必须研究它和人类全部活动的关系,和生活的关系”[３１]２８０.口述历史正是通过个人生平的回忆

和讲述,记录和探索个人的全部社会活动及生活轨迹.从中可以通过个人与家庭及家人的关系、受
教育的过程、从事职业工作的经历的讲述,通过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时代、个人与历史的质性研究

访谈,探寻个人的语言习得、语言学习、言语理解、言语创造的基本模式及传播途径,以及个人方言、
个人语言风格乃至口头禅等语言奥妙,进而了解个人心理和个人精神的后天建构过程及建构规律,
最终了解语言人.从中可以探索语言的究竟,探索语言和语言人的相关性、描述方法及定理公式.

最后,结合口述历史进行语言人的研究,还有两条重要路径.一是口述历史的语言人研究,可
以从历史人、社会人、心理人、传播人、教育人等研究中获得启迪,并提供语言学研究的新维度,综合

起来就能大大提高语言人研究的认知复杂度.这是因为口述历史资源价值及其本性,本来就需要

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教育学和语言学等多种途径论证和分析.另一条路径是通过大规

模的口述历史语言数据库———巨量的口述历史录音和录像档案库,即人类个体记忆库———进行语

言人研究方向的数据挖掘和统计分析:包括单语者、双语者和多语者等个体语言人研究、方言学语

言人研究、汉语语言人研究以及比较语言人的研究.进行这样的跨学科研究,需要切合实际的理论

假说、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模式和更高的专业技能.这些究竟是否具有可能性及可操作性,还要指望

具有学术好奇心和专业学养的语言学家、语言思想家、语言人专业科学家去证实或证伪.

六、口述历史与语言危机

最后讨论口述历史与语言的危机及语言的消亡等问题.先要了解有关语言危机、濒危语言及

语言消亡的基本情况:(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由于种种原因,先后已有上千种语言消亡.据统计,
到２１世纪末还将有５０％甚至９０％的语言不再使用[３１].(２)据估计,世界上现有６０００多种语言,２１
世纪将有大部分语言陆续失去交际功能(有人估计将消亡７０％~８０％)而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

言[５]７５.(３)中国有１２０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２０多种使用人口不足１０００人,濒临消亡①.
一些语言已经消亡,一些语言濒临消亡.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高速发展,还会有另一些语言

濒危乃至消亡.这与口述历史有什么关系? 口述历史能有什么作用? 答案是:尽管口述历史工作

者无法挽救濒危语言,但至少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用口述历史的形式将那些濒危语言尽可能记录

下来.对那些使用人口很少的语言群体,尤其要进行抢救性采访记录.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和文化

① 孙宏开«关于濒危语言问题»,载«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第１Ｇ７页.关于中国语言的数量,有几种不同说法.一种权

威性的说法是:在中国当代语言文字中,５６个民族使用６５种经过政府和学术界正式确认的语言(另有４５种语言,学术界已做过一定的

调查研究和论证,但它们的语言地位与身份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３４种经过政府和学术界正式确认的文字(另有一些非通用文字、拼音

方案、注音符号、少数民族方块字、停止试行的新文字等),见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

查调查员手册»,第３３２Ｇ３３６页,北京: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另一种权威说法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进

行“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课题,到１９９５年先后共发现１２０多种语言,成果集中在«中国的语言»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见郭龙生

«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第９６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人类学家都在设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采访记录,口述历史或许是最值得尝试和推荐的方式.
因为口述历史是让受访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讲述自己的家庭及亲友、出生与成长、学习与劳动、结
婚生育、分家自立、生老病死等人生经历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就包含了所在族群的集体生活、先民神

话或祖先传说、民族风俗及文化细节;更不必说,每个人的口述言语本身就是最自然、最真实、最丰

富且最鲜活的语言资料.假如被记录的语言最终还是消亡了,至少我们记录并保存了这门语言的

录音录像档案,可供后人研究这门语言的实际情况,进而研究这个语言群体的文化和心智特点.此

种口述历史语料档案有“语言种子库”的价值———以备某一天因某种原因,人类想要设法“复活”这
门语言,让它再生.进而,这些口述历史录音录像档案又还有这门语言消亡前的“语言病历”价值,
让后人去研究这门语言如何走向消亡,研究这个语言族群的语言态度是在怎样的环境压力下做出

改变,做出怎样的改变,以及“语言生命轨迹”———假如被抢救性记录的这门语言最终竟没有消亡,
而是在大规模语言接触和激烈的语言竞争中起死回生了,那就更好———人们可从口述历史所记录

的“语言病历”中,寻找语言诊断的经验,乃至某种“语言药方”.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我和几位作家朋友到云南省的一个县,和当地文化工作者讨论“口述历史与乡

村社区文化建设”问题,这其实是口述史家的共识:社区应通过口述历史研究揭示自身的历史,形成

社会认同,而不是受惠于传统历史知识的假设[３２.此行遇到好几个少数民族干部(分属于不同民

族),他们的汉语非常流利,但却不会说本民族语言.纵然我的语言文化知识非常有限,也能感到这

是民族语言危机的一种征兆①.我对当地朋友提出建议:应抓紧时间为说本民族语的长辈做口述

历史,而且一定要以各自民族的语言及民族语的本地方言做.帕默尔说:“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

某种文化承诺,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３３]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媒介,不仅

是一种声音系统,同时也是概念系统、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３４].
说到语言的危机,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汉语的前途如何? 多年以前,国内出版过一部书,名为

«汉语的危机»②.从书名可知,编者和作者忧患于汉语的前途.其中颇有值得注意的观点,如:“识
字的人越来越多,字却越来越少.”１９８７年公布的«常用字表»所列常用字仅为２５００个,这些常用字

对现代出版物的覆盖率高达９７．９７％! 次常用字１０００个,覆盖率为１．５１％.常用字与次常用字两

项合计３５００个汉字,覆盖率为９９．４８％[３５].书中多数文章所涉问题主要是汉语文字和文学中存在

的各种乱象,这些乱象是否真正构成了“汉语的危机”? 这要语言学家去讨论评判.汉语使用人口

多达十多亿,眼下汉语在世界上还颇热门,国内的日常言谈和网络话语中的新词、新概念层出不穷,
显得生机勃勃,说汉语的危机恐怕让人难以相信.而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语言危机的现行

鉴定标准去衡量③,汉语也远未到濒危程度.
既然汉语远未濒危,谈论“汉语的前途”似乎杞人忧天,只不过汉语眼下虽是无虞,但仍不能掉

以轻心,有些征象值得注意:(１)语言生态系统已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濒

危,还有些语言有濒危的征兆.汉语方言中目前不仅弱势方言迅速萎缩,强势方言也呈萎缩趋势,

①

②

③

社会语言学家指出:语言替换一般需要经历三代人的时间.第一代人是操本族语的单语者;第二代是双语者,除掌握第一语

言外,还会使用第二语言;第三代转用第二语言,即本民族语言在这代人身上开始丧失.语言替换可能会同步发生,即在某一时期当第

一代人仍然是使用第一语言的单语者时,第三代人已经是使用第二语言的单语者.在语言替换过程中,第一语言会受到第二语言的影

响,其形式和用法得以简化,出现借用和语码混合现象.当出现某一集团的人不会讲本民族语言这一极端现象时,语言消亡便由此发

生.见祝畹瑾«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第２４４页.

朱竞编«汉语的危机»,分为“汉语与语境”“汉语与危机”“汉语与失语”“汉语与暴力”“汉语与忧思”“汉语与未来”６辑,收入３３
篇文章,共３３２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２００３年３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专家会议的文献,认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语言专家特别小组提出

的鉴别濒危语言濒危程度的标准:(１)代与代之间的语言传递情况;(２)语言使用者的绝对数目;(３)该语言的使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４)该语言使用领域的趋向;(５)该语言对新语域和媒体的反应情况;(６)语言和识字教育的资料状况;(７)政府及机构的语言态度和政

策,其中包括语言的正式地位和使用情况;(８)社区成员对本集团语言的态度;(９)文献的数量和质量.见刘汝山、郭璐宁«国外濒危语言

研究扫描».



地域方言正逐步向普通话靠拢[５]７５.这虽不能直接推断为汉语的危机,但根据鲁伊斯提出的影响语

言规划的三种取向即语言作为问题、语言作为权利、语言作为资源以及卡普兰和鲍尔道夫有关语言

规划应针对“整个语言生态系统”的观念①,不能说汉语的前途和命运毫无问题.推广普通话和普

及普通话虽是语言规划的应有之义,倘若语言规划只强调语言统一,而不同时设法保护少数民族语

言及汉语方言,就会出现语言生态的问题.(２)汉语虽然在国内是强势语言,但在当今世界却有比

汉语更加强势的语言如英语.在国内,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把掌握汉语文的人看作“文化人”,称汉语

为“大众话”(西北地区)、“公话”(西南地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不同民族的人都愿意把子女送

到用汉语文授课的学校,为子女创造学习汉语文的条件[２２]１９０.当今国际上英语的地位正是如此.
过去３０年,英语一直是中国中考、高考的必考科目,直到最近才稍有改变.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

将掌握英语当作必需,如此发展下去,多年以后汉语前途会如何? (３)如洪堡特所言:随着时光的流

逝,当语言的发展仿佛超过了精神的成长,精神陷于松弛怠惰的状态,不再从事独立的创造,它虽拥

有产生自实际运用的语词和形式,却只利用它们进行越来越空洞的游戏②.村上春树针对日语中

的此种现象指出:“那已经是在所有场合以所有方式用尽掏空了的语言.换言之,那已是沦为体制

性质的沾满污垢的语言.使用这种体制框架内的语言来摇撼进而摧毁体制框架内的状况和僵化的

情绪纵然并非不可能,恐怕也是伴随相当大困难的作业.”[３６]

对汉语前途或汉语危机的进一步讨论超出本文范围,这需要中国知识界乃至全社会关心.本

文提出这个虚拟性的问题,只是想讨论对此口述历史能做些什么? 答案是:(１)记录和保藏当代汉

语的语言资源;(２)借村上春树之说,现在需要的是来自新的方向的语言,以及用那些语言叙说的焕

然一新的物语(旨在净化物语的其他物语)[３７];(３)借保尔汤普逊之说,口述史家能做到的最重要

的社会贡献,是让普通人树立对自己言语的信心[１９];(４)通过口述历史建立国民个体记忆库,积累

历史学及社会科学研究资源,丰富国家记忆,推动语言学、档案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

和教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促进我们自知,从多种维度认识我们是谁、长处和短处何在、与他人

的差异何在、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５)口述历史还有更重要的功能,可以让普通人建立生活

的价值感和自信心,唤醒人的个性尊严感,激发国民精神消费、精神追求、精神活力、创造勇气和创

造能力.上述第(４)(５)两点,看似与解决语言危机没有直接关联,但却可能是预防语言危机的根本

方略.语言危机不只是语言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更是社会语言人的问题.语言态度决定语言选择

和语言使用,而语言态度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当一种语言变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发

生改变时,人们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也会随之发生改变[５]１１２.语言的危机和语言消亡并非仅因

为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文化停滞和文化危机造成的生存压力和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族群心

灵僵化、精神活力不足而导致创造能力匮乏.假如一个语言群体缺少政治、经济、艺术、科学、技术

和教育等方面的创造性,仅满足于体制和生活习惯上模仿前人、技术乃至学术上模仿他人,这个社

会群体失去了活力,不能适应现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加速度,那就不难预测,该群体的语言迟早

要濒危,必将被更具文化创造性的强势语言所替代.基于政治权力的语言规划,并不能决定一种语

言的命运.中国满语文盛极一时,不过两百年即走向衰落③,这就是最好的例证.汉语文的命运与

①

②

③

社会语言学家指出,先前将语言多样性看作问题的观念忽略了少数族群语言的价值,忽略了语言在少数族群认同当中的重要

作用.语言资源观正好从相反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语言多样性问题.认为语言不但不是问题反而是资源的观点,反映出人们对语言多样

性的积极评价.语言资源思想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卡普兰和鲍尔道夫提出了基于语言生态观念的语言规划模型,其中有一个最大的

圈,是要规划的语言生态系统,大圈内有小圈,分别表示国语(或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濒危语言以及官方语言的非标准变体.语言

生态系统会受到语言变量和机构、组织因素的影响.语言变量包括语言消亡、语言生存、语言变化、语言再生、语言转用、语言融合、语言

接触以及语言能力的发展.见祝畹瑾«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第３１８、３１９、３１４页.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２００页.洪堡特将这种情况视为语言的第二次

衰落,而把中止语言的外在形式的创造活动看作语言的第一次衰落.

清王朝顺、康、雍、乾四朝,满语文兴盛发达,统治者曾称满语文为“国语”“国书”,曾想使满语文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但

到乾隆末期开始衰落,到清末则基本消亡.见郭龙生«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第１５０页.



满语文的盛衰虽然不可同日而语,语言兴亡的社会原因及其历史规律却不容忽视,在这个人类创新

潜能开发不断加速的时代,只有拥有足够精神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社会群体,才能避免生存和文化危

机;只有避免了生存和文化危机,才能避免语言的危机.如布封所说:只有在开明的世纪,人们才写

得好,说得好[３１]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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